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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 50%，

开始进入普及化阶段。2022年毛入学率更是达到

了 59.6%，普及化的步伐继续提速。普及化阶段的

高等教育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从而在中国式现代

化进程中发挥战略支撑和引领作用，既是一个重大

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急待回答的理论命题。不少

国内学者围绕普及化的标准、背景、趋势、挑战、对策

及高等教育体系建构[1][2][3][4][5][6]等问题开展了探索，并

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这些研究几乎都是在“向前看”，

对普及化的实现方式及过程特征反思不足，而后者

正是马丁·特罗（Martin Turow）多次提请注意的问

题。虽然已有国内学者注意到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

过程的某些特点，但都局限于大众化过程中的“常

态”，对“非常态”现象及其逻辑缺乏深究。

众所周知，我国高等教育是在高度压缩了的历

史进程中实现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因而需要特别关

注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中的“时间”和“结构”维度及

两者之间的张力。然而，现有的高等教育实践及理

论研究过于强调阶段性而忽视连续性，过于简单化

而忽视复杂性，过于强调一致性而忽视多样性。在

特罗看来，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是韦伯意义上

的理想模型，是对实践的理论抽象。 [7]正如马克思

对人类历史继承性所作的经典论述那样，我国高等

教育普及化也是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制度

环境中推进的，普及化与大众化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两个阶段，而是一个连续体，两者所嵌入的制度环境

和文化背景也是相互重叠交织的。简言之，我国高

等教育曾以什么样的状态进入普及化，也将会以何

种方式走向未来；在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下迈入普及

化，也必将在后续的发展中打下什么样的制度烙印。

意义通常是在回溯而不是在展望中发现的。本

研究以教育部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为依据，从解释

主义的立场回顾分析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方

式、过程特征及其深层逻辑，延伸对高等教育现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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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解释链条，从历史的确定性中寻觅走向未来的

路径，以期为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体系治理提供

政策启示。

二、方法论立场与理论框架

结构/机制和时间序列是人类两种基本叙事方

式，前者重点考察结构与社会后果之间的关联，后者

则关注时间序列中的某些关节点及其对社会后果的

转折性影响。[8]这两种叙事方式已经分别在高等教

育研究中得到普遍运用。

结构/机制叙事模式。结构是指事物自身各种

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方式。 [9]所谓机

制，就是一组在控制条件下持续可见的、能通过推理

获得的、可以被解释的、有着固定互动规律的因果关

系，对于社会结构有一定从属性。[10]结构/机制叙事

是国内外高等教育领域研究中的主流理论范式，它

关注的是静态下的“局部”与“整体”关系，核心是“功

能”问题。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立场的结构/机制

叙事模式主要探讨高等教育的供需关系和体系结构

问题。其批评者指出，结构/机制叙事对内在统一

性、一致性、均衡性与和谐的着重强调，使自身在关

注社会结构变迁问题上趋于保守。[11]社会是各种力

量的角力场，“过度依赖秩序、稳定与共识可能曲解

社会的真正本质”，[12]以这种相对静止与和谐统一的

观念透视处于急剧变化中的我国高等教育不免遭受

质疑。

时间序列叙事模式。在社会学家看来，时间是

社会系统理论的核心要素，[13]试图理解人类行为却

不考虑其时间性是愚蠢的。时间序列并不总是统一

结构的，也不是统一可预测的。[14]有学者认为，组织

的未来是通过使用当前可用的材料从过去的经验中

不断制定的。对过去的认知是个人和组织自我理解

的内在组成部分，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未来的自己。[15]

依此推理，作为社会子系统的高等教育，其变革也必

然与社会变迁如影随形，时间也就成为这一过程的

重要变量。时间序列叙事模式具有制度主义的传

统，特别关注路径依赖和节点。路径依赖是制度变

迁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果机制，而关键节点

构成了许多路径依赖过程的起点。[16]历史学家要求

将事物发展代入历史背景之中加以诠释，认为“即使

最严重的历史断裂也夹杂着相当的连续性”。 [17]批

评者认为，时间序列叙事往往忘却将自身安置于适

切的理论中，而是沉迷于过度琐碎的历史叙事，以至

于被细节所淹没。同时，过于强调环境因素对于系

统的塑造作用必然导致对研究对象自身结构和功能

的忽视。

研究我国这样高度复杂、超大规模、快速变迁的

高等教育系统需要结构/机制和时间序列两种叙事

方式的整合，历史社会学应担此重任。历史社会学

于 20世纪 60年代首先出现于美国，“它并不是一门

边缘性的、交叉性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总体

性、本源性的研究趋向”，[18]是一个较为模糊的领域。

西达·斯考切波（Sida Scorchepo）在《历史社会学的

视野和方法》一书中对其代表性人物及其理论贡献

作了清晰的阐述。历史社会学在我国的发展正呈喷

薄之势，赵鼎新、渠敬东、周雪光、周飞舟、肖瑛等一

批学者以其为理论视角，做出了大量有深度的研究

成果。本文不想旁生枝节，对历史社会学进行全景

扫描，而是取其独特的方法论作为“拐杖”。历史社

会学融贯拓展观念与经验、历史与现实，将“社会学

的想象力”与社会学的历史视野紧紧连在一起，[19]致

力于“现在的历史”，而非“过去的历史”。历史社会

学方法论的特殊性在于它“追求的是一种社会学的

结构叙事和历史学的时间序列叙事的有机结合”，从

而在两者之间获得一个较好的平衡的、特殊的思维

方法和逻辑体系，[20]使得“个殊式”（ ideographic）或

“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和“律则式”（ nomothetic）
或“解释性”（explanatory）研究不再彼此分野。[21]西

达·斯考切波（Sida Scorchepo）在《社会学的历史想

象力》一文中对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特征作了经典的

概括，认为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基于时空来思考社会

结构和过程的问题。他反对将过去看成是一个统一

的发展过程或者一套标准的序列，而是既强调“早

期”选择对未来变迁既具有限制力又洞见变迁的开

放性和非预期后果。[22]

图 基于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立场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以历史社会学为透镜，综合结构/机制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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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序列两种叙事模式，走出对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

普及化进程作碎片化理解的误区，在局部与整体、节

点与过程两对矛盾中开展与时间的历史性相容的结

构性思考，观照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深层逻辑及

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深远影响。

三、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方式及其过程

特征

相比发达国家的内源性普及化，我国高等教育

普及化具有明显的外生性特点，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推进节奏和实现方式具有鲜明的体制文化特征。

（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方式

1.在高度压缩的时间历程中实现的赶超式普及

化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是在“压缩式现代化”[23]

（compressed modernity）的宏观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其过程必然受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形塑，在战略、路

径、模式和动力上深深地打上后者的烙印，呈现出鲜

明的赶超式特征，突出表现为政策目标指标化、毛入

学率增长“超规划”和规模上的持续性扩张。

从政策目标看，赶超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

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基调，也是高等教育最主

要的政策目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实施十年，高

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由

661.76万人增加到 967.45万人，增长了 46.20%。普

通高等教育在校生由2231.79万人增加到3285.29万
人，增加了 47.20%。毛入学率从 26.50%提高到

54.40%，提升了近 28个百分点，年均增长近 3个百

分点。在学研究生从 153.84万人增加到 313.96万
人，翻了一倍多。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来看，“十二

五”时期的规划目标是 36%，实际则达到了 40%。“十

三五”时期的目标是 50%，实则超过了 54%。“十四

五”末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 60%，这一目标

2022年已基本实现，相比规划又提前了3年。

从时间历程看，美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

化用了 31年，英国耗时 25年，法国和德国用时长达

26年，即便是速度相对较快的澳大利亚也用了 22
年，[24]而我国才 17年。更令人震惊的是，在 2006年 5
月 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高等教育“踩刹车”的情

况下，仅用 13年时间就将毛入学率从 15%提高到

40%，短短 5年时间就达成了《纲要》设定的目标，速

度之快世界罕见。

2.通过个别年份扩招推动实现的跳跃式普及化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适龄人口减少的叠加是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提升的直接因素。[25]相比大众

化初期的“大扩招”，大众化后期的高等教育规模增

长则要温和得多，但其独特的实现方式和结构性特

征则要比单纯的数量增长更加耐人寻味。

2010-2020年间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呈现出持

续性和跳跃性的双重特征。前 8年，普通本专科招

生数保持基本稳定，增长率最高不超过 4%。2019
年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大幅增加，达到了 914.9万
人，较 2018 年增加了 123.91 万人，增长率高达

15.67%。研究生教育也不例外，2010-2016年研究

生招生规模保持相对稳定，2017年突然大幅增加，

达到了 80.61万人，较 2016年增长了 20.84%。其中，

硕士招生 72.22万人，较 2016年增长 22.45%；博士招

生 8.39万人，增长了 8.54%。研究生招生人数的突

发式增长主要集中在硕士层次。

以上事实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基本上以五

年为一个阶段，每个阶段总体上按照一个预设的目

标推进，但实施过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偶然性。

概言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一种“目标性的规模

增长过程”，而非有学者提出的“计划性的规模增长

过程”。[26]

3.通过高校内部结构性调整实现的内扩式普及化

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一般通过盘活存量和扩大

增量两种方式实现。如果说大众化初期的规模扩张

主要通过新建高校推动的，那么大众化后期的规模

扩张则主要是通过高校内部挖潜支撑的。高职院校

和新建本科院校充当了规模扩张的主力军。2003-
2009年，我国每年新增高校在 40所以上，其中 2008
年多达 355所，2004年 179所，2003年 156所，2006
年 75所。2010-2019年间，年新增高校从 53所减少

到25所，招生人数最多的2019年新增高校数量反而

最少，仅 25所，其中高职（专科）院校 5所、本科院校

20所，本科远多于高职（专科），新建本科院校成为

规模扩张的一支主力军。奇怪的是，2019年的突击

性扩招却以高职（专科）为主。高职（专科）当年校均

规模增加了 939人，而本科高校校均规模则保持相

对稳定，即便是增长最为显著的 2019年也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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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人。可见，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也是调整

普通本科教育与职业教育结构的过程，高职院校的

内部挖潜在规模扩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研究生扩招主要靠已有培养高校挖潜。2010-
2020年间，我国研究生培养高校增列主要集中在四

个年份，分别是 2012年 53所、2013年 14所、2014年
23所、2019年 13所，其它年份均未超过 4所，招生规

模大幅扩张的2017年也仅增加2所。研究生培养高

校的批准设置与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明显错位，说

明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并非因培养高校增列所致，

主要是通过已有培养高校内部挖潜实现的。

4.依赖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实现的压力型普及化

政策驱动的体制机制改革。我国高等教育从大

众化走向普及化的过程是政府“以政策为手段、以体

制机制改革为重点进行的”。[27]在体制机制改革上，

宏观体现为加强省级统筹，中观强调落实高校的办

学自主权，微观体现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健全内部

运行机制中。在政策设计上，突出体系构建和机制

建设。例如，2014年 6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

建职业教育体系。又如，2019年 1月，国务院印发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将深化办学体制和

育人机制改革作为重点。再如，《纲要》和《国家教育

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也都将研究生教育改革的

重点放在培养机制上。

国家意志决断下的扩招行动。2019年 1月，国

务院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作出部署，仅

仅时隔不到两个月，中央政府就明确要求高职院校

2019年扩招 100万人，2020年又要求高职两年内扩

招 200万。高职院校扩招除了扩充职业教育以外，

主要是为了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优化人才市场供给

结构。[28]类似现象同样发生在研究生教育领域。大

众化以来，我国在学研究生规模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保持基本稳定，2010-2016年间平均每年仅增加约

2.14万人。2017年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并

轨，当年招生 80.61万人，增长率达到了 20.84%，此

后 3年增长率又回落至 7%以内。 2020年招生

110.66万人，较2019年增加19万人，增长了20.74%。

2021年招生 117.65万人，比上年增加 7.00万人，增

长 6.32%。正是这几波“助攻”，我国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一举跃过了普及化门槛，提升至 2022年的

59.6%。

（二）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实现过程的特征

1.从动力看，规制性力量对内生性力量经常性

遮蔽

外部压力调节发展节奏与系统结构。2010年
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宏观调控和内部动力的驱动

下呈现出扩规模、调结构、提质量多路并进的特点，

但规模增长并未完全停滞，亦非完全循序渐进。个

别年份的突发式增长也非高等教育系统自身所驱

动，而是由外部力量规制造成的。从产生的效果看，

这种外部性力量的干预难免加重质量提升的压力，

但在客观上调节了发展节奏，某种程度上也是对高

等教育系统自身封闭性的一种强制性矫正。例如，

高等职业教育扩招 300万是中央决策而非高等教育

自身发展的内源性需求，它虽然加重了高职院校的

压力，但在客观上助推了职业教育发展，优化了高等

教育的类型结构，增强了系统的外部适应性。

合法性机制对效率机制的替代。大学是“研究

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一种“松散耦合组织”，具有基

层稳定性，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来源于知识生产，自身

的发展与运行有其复杂逻辑，加上我国高等教育管

理体制的特点，高等教育系统对经济社会系统的外

部压力表现出较强的惰性。但是，在以中国共产党

基层组织为载体的政治权力统合下，合法性机制经

常代替效率机制和理性选择发挥支配作用，使得高

校对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高度敏感，中央政府的意

志通过党组织迅速传递到校内，进而对决策产生显

著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封闭性是高等教育自身所

拥有的，而敏感性则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国

家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两种特性构成的张力使得外

部强制性力量在该阶段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中占据

了主导地位，突出表现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超规划”

现象和发展节奏上的跳跃式特征。

2.从过程看，非常态治理对常态化治理间歇性

替代

系统惯性与外部压力相互叠加。我国高等教育

大众化速度堪称世界奇迹，尽管自 2006年后高等教

育进入了结构调整期，但快速扩张的庞大系统所产

生的强大惯性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在发生作用。基

于市场经济的供需匹配原理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并

不总是无条件成立，产业结构决定教育结构的线性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实现方式、内在逻辑与政策指向——以历史社会学为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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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显然是在控制了意识形态、学术漂移、文化—认

知等变量之后的假设，充其量是结构功能主义的一

面之词。高等教育大众化后期的突击性规模扩张并

不是高中段教育发展的自然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是

回应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应对逆全球化压力以及

大国博弈等外部环境刺激的后果。

系统治理上的双模式切换现象。我国高等教育

管理体制的一个巨大优势是政府通过制定五年或十

年规划，将中长期目标分解为阶段性目标，从总体上

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和高等教育治理的有序性。然

而，大量的实践表明，高等教育教育系统实际运行并

不总是按部就班进行。例如，《纲要》提出到 2020年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0%，但实际发展速度远远

超出预期。高等职业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突击性扩

招也都非高等教育常态化治理的结果。在高等教育

的科层治理过程中，政府常常在科层体制之外以实

施“工程”“计划”“项目”等方式进行非常规的治理和

资源配置。种种迹象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常

态化”治理与“非常态化”治理交替进行。

3.从结果看，数量目标与质量目标交替性占位

提高教育质量在进入普及化前就已经是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相比高等教育大众化初期，

提高质量在 2010年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被

置于突出地位。《纲要》把“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作为该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2012年 3
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

干意见》，提出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30条举措。

2019年 9月，教育部又出台了《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提出了提高

质量的 22条措施。毫无疑问，提高质量是《纲要》实

施以来的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线与核心任务。

扩大规模是高等教育赶超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

目标。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是具有强烈“外部目的

性”的超大规模普及化。 [29]在高等教育从“跟跑”到

“并跑”进而走向“领跑”的过程中，规模扩张并未因

为发展阶段的转变而完全停滞，它仍然是高等教育

政策和中长期发展规划一以贯之的重要目标，这既

是高等教育发展自身的惯性使然，也是经济快速发

展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在该阶段，高等教育的

发展呈现出了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和规模拓展协同

推进的景象，规模拓展与后果消化循环进行，质量建

设“还旧账”与“偿新债”同步展开，“红利”与“阵痛”

并存共生。可以想见，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初期甚至

中期，新一轮规模拓展后的消化期与 1999年以来第

一轮大规模扩张后的内涵提升期相叠加，给质量建

设带来更大挑战。

四、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的深层逻辑

高等教育系统嵌入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中，发

展中看似矛盾的现象实则有其文化和制度因素，只

有掌握内在的逻辑，才能解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

的各种谜题和悖论。

（一）意识形态为高等教育规模拓展提供合法性

支持

合法性机制对效率机制的支配。高等教育发展

既受到效率机制的驱动，又难以逃脱合法性机制的

规制。在我国特定的制度场域中，后者的影响力往

往更大更直接。党的十八大要求确保到 2020年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加快高

等教育发展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优先事项。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从2017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决胜期，要按照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的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坚定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

国、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基于以上国家战略，加上“竞争型政府”[30]对高

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推波助澜，持续扩展规模、保持

“质”与“量”双线并进、加快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具

有了政治上的至高合法性。

政治论对认识论的超越。随着大学日益走进社

会舞台的中央，“政治论”超越“认识论”成为高等教

育的主要哲学基础已是不争的事实。[31]高等教育作

为教育体系的龙头和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承担的社会功能已不仅仅是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

其发展水平还是衡量国家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重要指

标，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将高等教育从

民生事业提升到兴国战略和创新之源的层面来认

识，客观上为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拓展提供了强大的

合法性支持，而中美贸易摩擦和经济下行带来的压

力正好为高等教育规模的突击性扩张提供了契机。

这种政治上的合法性支持和国家意志的集中性释放

共同推动了该时期高等教育“超规划”发展以及个别

年份的突击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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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主导型改革对体制机制创新造成路径依赖

新制度主义的进步之处是认识到外部环境对于

组织变革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伴随着国

家的现代化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实现的，因而在动

力、过程和结果上都被打上了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烙

印。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有着中央政府

主导高等教育改革的传统。自 1952年开展的高校

院系设置调整到新时代教育评价制度改革，均由中

央政府直接作出决定，并自上而下发动，特别是在改

革开放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知识分子在此

过程中只能有限参与，并尽可能地与政府保持一

致”。 [32]这种中央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经过

不同时期的复制，已经获得了自我强化的机制，值此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过程，此改革逻辑一以贯之。

对此，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早已发现，“一

个体系一旦形成，它就为自身的延续和变化提供了

源泉。它变得越来越庞大、复杂，并且形成了自己的

工作模式、信念模式和权力模式。”[33]

表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进程

启动时间 管理体制改革举措 后果及成效

1952

照搬苏联模式,全面调整高校院系设置,把中华

民国时期效仿英美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苏联式

的高校体系。

全国高校数量由 1952年前的 211所下
降到 1953年的 183所,确立了苏式高
等教育体系。

1966
自上而下发动文化大革命,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展

“教育革命”,在高校实行“革命委员会制”。

高校领导体制遭受破坏,高等教育体系

陷入混乱。

1985
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推进

招生及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提高高等教育的社

会适应性。

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

心城市三级办学体制,扩大了高校办学

自主权。

1993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

要》,推进办学体制改革,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

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

对高校的管理方式从直接管理转变为

宏观管理,建立了教育经费多渠道筹措

体制。

1995

国家教委下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若

干意见》,推动以“共建、划转、合并、合作办学

和协作办学”为主要途径的管理体制改革。

将 637 所高校合并组建 70 所多科性和

综合性的高校。

1999
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加大省级政府发展和管理本

地区教育的权力以及统筹力度。

部属院校再次大幅度调整,高职高专招

生划归省管,高校开始“大扩招”,拉

开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序幕。

2000

开展以建立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民办高等教育法

律法规体系、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机制为主要

内容的管理体制改革。

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带动了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创新。

2010

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探

索高校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办法,推进以岗位聘任

制度为核心的人事制度改革,改革高校基层学术

组织形式及其运行机制。

建立以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普

遍实行了岗位聘任制度,完善了高校内

部治理结构。

2013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

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2017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

改革的意见》,推进“放管服”改革;教育部出台

“十三五”时期高校设置工作指导意见,对高校

进行分类设置分类管理。

建立高等教育国家研究型、应用型和职

业技能型三大类,省(区、市)细化分

类的分类体系,构建了相应的拨款、质

评、人事管理和监测评价体系。

2020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破除教育评

价中的“五唯”。

扭转了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办学体

制和教育管理改革得以深化。

注：作者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文件整理。

此改革模式是由我国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

决定的，其优势是能确保以较高效率和较低成本实

现政策目标，劣势是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落实不到位，

难以真正生发出内生发展动力，高等教育规律发生

作用的链路间歇性地遭受外部力量冲击，内涵式发

展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受到固有思维的羁绊。诚如道

格拉斯·诺思（Douglas North）指出：“人们过去作出

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纲要》实施以

来的十年，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但自身的体

系和制度变革却相对滞后，主要是因为在自我强化

机制作用下，既有体系和制度本身的“惯性”仍在发

生作用。[34]政府主导的高等教育改革模式与行政手

段调节高等教育发展节奏的传统是出现“超规划”现

象的制度逻辑所在。

（三）误读特罗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助推目

标漂移

特罗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的警示功能。美

国社会学家马丁·特罗（Martin Turow）将高等教育发

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毛入学率低于 15%属精英教育

阶段，大于 15%小于 50%为大众化阶段，大于 50%
为普及化阶段。他在比较欧美高等教育“精英化-
大众化-普及化”历程时，特别提醒注意该过程可能

遭遇的挑战及文化和地区差异。[35]相比以上数量标

准，特罗本人似乎更关注文化、制度、结构和过程性

要素，毛入学率只是其论证过程中需要特别交代的

一个变量。“普及化的实质意义并非数字本身，而在

于高等教育结构的变化”，[36]由规模扩大所引发的后

果及国别和文化差异才是特氏理论的核心要义所

在。正如斯格特（Peter Scott）所批评的，引用特罗理

论者通常将之高度简化和图解，几乎没有保留原文

的微妙之处。[37]

特罗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被误读误用。特

罗以美国为样本，以欧洲（尤其是英国）为参照系，说

明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国家和不同制

度环境下，量的增长与质的变化存在不同的相关性。

特罗理论是建立在对欧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观察

与反思基础上的，旨在提醒人们为不同阶段高等教

育发生的重大变化做好准备。 [38]该理论在 2000年
前后引入我国并被狭隘化理解，原本象征性的指标

被赋予了实质性意义，成为具有导向性、权威性的政

策话语，左右着全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路向。 [39]

在赶超战略驱动下，这一“预警理论”被误作“目标理

论”使用，关于高等教育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标准

被奉为圭臬，[40]反倒是特氏特别强调的高等教育发

展在结构和内涵上的变化问题被忽略了。大众化和

普及化被等同于数量规模扩张，说明即便是在高等

教育普及化阶段，数字情结及其背后的传统思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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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根深蒂固。[41]

（四）重教传统和民间质量立场赋能规模扩张

民族重教传统增强高等教育刚性需求。对路径

依赖的合法性解释是，制度再生产的基础是行动者

关于什么是适当的或道德上正确的主观取向和信

念。 [42]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重教传统，“万般皆下

品，惟有读书高”充分折射出普通百姓对教育无比重

要性的一般性认知，受教育者的意愿是推动高等教

育规模扩大的强大动力。 [43]大学被尊为“知识的殿

堂”，大学生被视为精英的代名词。“精英崇拜”构成

了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民意基础，[44]对于优绩的追

求驱动了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45]从质量文化

看，精英教育阶段的质量文化根深蒂固，单维的质量

观念与高等教育质量的民间立场相互赋能，形成一

股强大力量，影响高等教育的供求关系，导致高等教

育需求的高度同质性和供给的结构性过度，影响高

校的规模扩张意愿，进而影响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

进程。我国社会主体对高等教育的刚性需求超出了

经济决定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解释能力，有必

要辅以基于“文化-认知”[46]（cultural-cognitive）要素

的新制度主义诠释。

工具理性推动高等教育持续扩大供给。教育特

别是高等教育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学

而优则仕”是两千多年中国士大夫人生轨迹的生动

写照，时至今日仍然被普罗大众当作改变命运的康

庄大道，加上新自由主义出于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强

行将教育与阶层流动和经济发展"捆绑"在一起，上

大学被认为是改变自身命运乃至整个家庭处境的主

要途径，是社会中下层个体向上层流动的主要通道。

一系列文化层面的因素与经济的高速发展相叠加，

成为推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重要力量。

五、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指向

政策因素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最大最直接

变量。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我国应在反思过往实践

中优化政策设计，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治理能力

现代化。

（一）把提质量促多元作为高等教育政策设计的

价值指针

校准价值航标。尽管提高普及化发展水平仍是

我国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任务，但扩大规模在推

动高等教育结构变革与系统重塑方面的边际效用已

日渐弱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已

成为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治理的着力点。要树立科

学的教育发展观，摆脱路径依赖和数量迷恋，聚焦高

等教育“质的规定性”。一方面，推动“双一流”高校

以服务国家战略、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价值标尺，

在解决“卡脖子”问题上彰显担当；另一方面，将“双

一流”建设拓展到应用型高校，引导他们在服务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人的个性化成长和全民终身

学习上大显身手，从而形成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尽

其责、各展所长、各得其所的良好局面。

促进多元发展。普及化是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

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一个更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系统

在满足社会需求上也往往表现出更高的收益。[47]把

建立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优化高等教育内部结构、

促进高校多元化个性化发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

为核心任务，健全高校分类制度落实机制，在考核评

价制度、资源分配导向等方面真正淡化纵向分层，强

化横向分类。加快出台高校分类设置标准，引导各

类高校立足自身实际分类发展、特色发展，阻断强

制、模仿、规范机制导致的组织趋同，[48]防止高校发

生使命漂移。

（二）以教育法治推动构建有利于内源性发展的

治理体系

加强高等教育改革立法执法。我国已经建成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领域的一点

风吹草动都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加强高等教育

改革立法，将教育行政权力纳入依法治教、依法行政

的轨道，确保高等教育领域重要改革重大决策于法有

据、依法而行。加强高等教育法治督导，健全《高等

教育法》的落实机制，提高法律执行的刚性。处理好

“项目制”[49]与“科层制”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关系，

提高高等教育政策举措的衔接性和稳定性，减少非常

态治理对高等教育常态化治理机制的干扰和替代。

完善高校自主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对高校办

学自主权的保护，把大学自主办学纳入法治化轨道，

使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主体。改革高等

教育领导方式和管理模式，减少规制性、管制类政策

工具使用，扩大激励类和信息传递类政策工具的使

用比例。健全高校分道赛跑、特色发展的高等教育

管理评价制度，完善中央指导性与地方规定性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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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高等学校国家三大类、分区域多路径发展的分

类体系，[50]建立与新分类体系相匹配的资源分配与

考核评价制度，切断组织同构机制的作用路径，推动

研究型、应用型、职业技能型高校自主发展、分类发

展、特色发展。

（三）健全政府政策引导与市场自主调节互促互

融的协同机制

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作用。高等教育与经

济发展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前者的发展不

但受效率机制的驱动，还受到合法性机制的掣肘。

高等教育是一个市场机制、科层制度、教育规律和知

识生产逻辑交织的制度密集型场域，其运行的复杂

程度远超想象。英国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系从二

元转变为一元，美国高等教育体系越来越多地出现

政府调节的身影，这些动向无不表明在高等教育治

理中完全的政府主导和单一的市场调节都不可取。

建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补机制是世界高等教育治

理的普遍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必须解决

的重大课题。政府部门应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

改革，抓大放小，在资源投入、信息服务、竞争秩序维

护等公共服务方面增加供给。高校则要在改进内部

治理、优化学术生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完善质量

保障体系等方面下功夫。

跳出高等教育治理的“周期律”。“办学模式和评

价体系能否多样化，从根本上是直接受高等教育调

控力量和手段制约的”。 [51]高等教育治理应坚持宏

观结构视角与微观机制视角的有机结合，既尊重国

家基于高等教育功能更好发挥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

的结构调整和过程干预，又充分发挥高等教育自身

规律的调节作用，增强高等教育的体系敏捷性和结

构适应性，从而跳出高等教育治理“干预-调整修

复-干预-调整修复”的怪圈，尽可能避免在发展速

度上的大起大落，减少突击性的规模扩张和粗暴的

行政干预给高等教育系统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健全以提高大学能力和教育质量为核心的

社会问责机制

建立各利益相关者共同遵守的质量契约和行为

规范。高校是一种声誉优先的组织，对合法性的追

求胜于对效率的考量。在“政治论”超越“认识论”成

为当前乃至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主要哲学基础的

时代背景下，既要特别警惕效率机制的过度扩张对

教育本质意义的遮蔽，又要防止合法性机制的过度

张扬导致高校自身主体性的丧失。要强化学生中

心、需求导向的理念，把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地方经

济高质量发展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核心，将高

等教育质量的民间立场、政府立场、高校立场和学生

立场结合起来，制定与该阶段相适应的质量标准和

行为规范。

把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对地方政府考

核的重点。周黎安引入“行政发包制”[52]用于解释地

方政府官员的激励问题。地方政府与高校构成对上

的接包同盟，同时自身又是发包者，有着办好高等教

育的意愿，但又往往存在“尚名”和追求短期收益的

偏好。发挥对地方党委政府考核的指挥棒作用，优

化高等教育考核指标，将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纳入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年度述职内容，引导地方

党政端正政绩观，坚持“政治论”与“认识论”相统一，

树立支持高校加强内涵建设提高办学质量也是政绩

的理念，集中财力、精力办好一两所地方高水平大学。

时间是事物发展中的重要变量，过去的选择将

对组织或系统的未来产生影响。普及化阶段的高等

教育不可避免地遗传了此前发展阶段的“基因”。结

构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一把“钥匙”，要洞察我国

高等教育体系的运行规律，必须牢固复杂性思维，掌

握结构分析的理论武器，不但关注高等教育系统自

身的结构，还要时刻注意所处制度环境的复杂结构

及其客观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转换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斩断各发展阶段之间的内在联

系，特别是在发展理念转变和发展模式转换的过渡

阶段，旧思维尚未退出历史舞台，新理念又尚未完全

取得合法性地位，新的发展阶段总是带有上一发展

阶段的原形，因而更具复杂性。普及化不仅仅是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指标上的达成，高质量高等教育体

系建设需要从教育理念、发展战略、体制机制等多个

方面入手，在增强三者的匹配性和推动形成合力上

下更大功夫。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

“基于地方高校与政府关系的城市共同体研究”

（2021QN028）、浙江省教育厅一般科研项目“地方高

校与东道城市共生关系研究”（Y202045493）的部分

成果。顾永安系本文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 穆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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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Inherent Logic and Policy Direction of Univers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ZHOU Liangkui & GU Yong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Research Office（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Planning）,

Taizhou University；Research Center of Applied Colleges,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shu 215500）
Abstract：Understanding the distinctiv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of universaliza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premise to grasp the inherent logic of its development.The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uses two narrative ways of structure/mechanism
and time series to investigate th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and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aliza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was realized in the ways of catching up, jumping,
expanding and pressure, and was influenced by factors such as ideology legitimacy mechanism, path dependence of top-down
reform led by the government, misreading and misuse of Trow's three-stage theory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valuing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side quality position. Consequently, there is a lot of tension between the
regulation power and the endogenous power, the normal governance and the abnormal governance, the quantity goal and the quality
goal of higher education.Therefore, the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design in the universalization stage should take th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the promotion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as the value indicator,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conducive to endogenous development with the rule of law in education,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policy
guidance and market independent regulation, and establish an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that focuses on improving university
capacity and education quality.

Keywords：higher education, universalization, popularization, path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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